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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动因: 

内外部研发与协同创新 

邓峰 贾小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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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2） 

【摘 要】：聚焦生态文明型的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基于 2006—2017 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 Super-SBM 模

型测度环境约束下的中国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利用系统 GMM模型对影响高技术产业创新的动因进行实证检验,

并构建 VAR模型探索其长期效果。结果表明: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自身“累积”效应;国际研发对高技术产

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促进作用,但高强度环境规制对其有“成本挤出”效应;在短期,内部研发尚未促进高技术产业

绿色技术创新,但环境规制带来的“财税激励”能够推动绿色技术创新;仅高环境规制地区内外部研发能够产生协

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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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凭借自身“人口红利”和资源禀赋优势迎来了经济飞跃式发展。市场规模的迅速扩张,吸引了大量外资

流入中国。中国一跃成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堪称成功利用外资的典范[1]。然而地方政府出于政绩考虑,引进外资

多重“量”而少重“质”。目前,我国生产要素价格不断攀升,国际上又面临欧美国家“再工业化”与“贸易摩擦”的冲击,我国

亟须由要素和投资驱动转向协同创新和自主创新驱动。然而资源约束条件和生态环境恶化日益严峻,“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

高污染、不协调、低效率、难循环”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已严重制约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中央政府自“十三五”以来持续出台一系列环境规制政策,在全新的生态文明理念和绿色发展要求下,有必要

从绿色创新视角对外资经济的作用进行新探索
[2]
。中国经济发展正步入结构深度调整和新旧动能亟待转换的新常态阶段

[3]
,高技

术产业是“新动能”转换的主力军,自 20 世纪 80 年代国家出台“863”计划以来,中国高技术产业日新月异迅速发展,据统

计,2016 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工业增加值增速达 10.8%,其中研发经费投入强度高达 2.11%。绿色理念逐渐深入市场,对于处于知识

和技术密集的高技术产业而言,绿色技术创新将成为推动其发展并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然而,目前针对高技术产业技术

创新研究中,学者们的目光多集聚在研究方法上[4]。分析中较少将绿色理念融入其中,这就导致研究往往忽略环境制约、非期望产

出及相关投入要素带来的“松弛”和“拥堵”问题。本文拟将探索出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动力源,演绎异质环境规制下国

际与内部研发对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效果,以及二者是否产生长期协同作用,这将进一步拓展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

新可持续发展理论,是一项新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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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目标的制订与绿色转型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绿色技术创新效率问题。众

多学者研究表明,国际研发和内部自主研发是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目前 FDI作为最主要的国际研发渠道能否推动东道

国绿色技术创新,学者们意见尚不统一。梁圣蓉和罗良文
[5]
通过利用动态 GMM 检验出 FDI 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

尤其是在纯技术效率方面的提升非常显著。Šipikal & Buček[6]通过斯洛伐克西部汽车行业的数据研究发现 FDI 即促进了知识溢

出,又为模仿创新转型自主创新提供重要驱动力。Keller & Yeaple[7]发现 FDI能够解释美国企业至少 14%的生产率增长。然而涂

正革[8]采用中国 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外商直接投资阻碍了环境效率提升。李玲和陶锋[9]研究发现污染密集型

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水平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显著负相关。 

FDI 之所以对东道国的绿色技术创新影响存在差异,主要原因在于东道国以自身内部研发和人力资本等资源禀赋为代表的吸

收能力也会影响 FDI 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提高的效果。因此,要帮助企业从 FDI 中更多地获得绿色技术创新收益,关键是减少影响

FDI逆向技术溢出的不利因素。大多数企业通过两种方式提升创新绩效,一方面通过加大内部研发投入,另一方面通过拓宽研发边

界以获取以知识为代表的外部资源。内部研发与外部知识获取两者间存在怎样的关系一直备受关注。Hess & Rothaermel[10]的研

究认为同一企业在同一时期投资于不同的创新项目会得到近乎相同的结果,即短期内外部知识获取和内部研发同时实施只会增

加成本而没有创新溢出效果。陈朝月和许治[11]基于广东省高新技术民营企业面板数据研究表明,企业内部研发支出与外部技术获

取之间不存在协同互补作用。故而,如何权衡内部研发与外部技术获取成为解决企业创新发展的重要问题。鲜有学者就企业内部

研发活动在国际研发资本对绿色技术创新活动中起到的作用进行研究,且常常忽略不同地区差异性环境规制强度的影响。基于此,

探索差异环境规制下以内部研发视角来探讨国际研发在促进我国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2 理论分析 

2.1国际研发与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 

国际研发所引致的技术创新效应主要分为 3 种,分别为市场扩张效应、示范竞争效应及技术溢出效应。对于前者,国际研发

资本主要从资本和渗透效应拉动绿色创新市场扩张。首先,通过促进外资资本存量的增加,在扩大投资规模的同时提高了生产能

力,加速资本积累。其次,渗透效应主要在于外资的流入带来了先进的绿色信息和生态文明消费观念,促使市场对绿色产品的需求

得到强有力的刺激,进而推动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来保持核心竞争力。示范模仿效应则是最直接明显的技术传导渠道之一,它

使得东道国企业能在短期内通过借鉴跨国企业先进生产工艺、管理模式和营销理念提升自身生产率。对于竞争效应,发展中国家

参与到全球价值链分工时,市场开发程度和贸易自由化程度逐渐提高,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的相互融合导致竞争加剧,这也成为

企业开展创新活动的动力。但竞争效应是否有益于创新在理论机制上是模糊的。Aghion 等[12]发现竞争可能通过降低企业的价格

成本盈余进而不利于创新准租金的积累,但黄先海等
[13]

认为中国目前已经跨入国际“准技术前沿”阶段,扩大国际市场和国内市

场的竞争可以激励企业由内生增长转向竞争导向增长进而引致更大程度的技术进步。而关于技术溢出,学者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

通过吸收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普遍对自身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促进作用[14]。秉持绿色理念的跨国企业进入我国会对我国产生清

洁技术、高端工艺设备和环保意识转移,进而对我国产生正向清洁技术溢出效应,推动我国技术创新绿色转型发展。 

综上提出假设 1。 

H1:提升国际研发有助于促进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 

2.2内部研发与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 

“知识基础观”认为企业是一个知识处理系统,通过内部研发和外部投资来获取内外部知识积累、整合、创新。通过这一途

径来提高核心竞争能力[15]。内部研发能够为企业建立起知识信息库,帮助企业形成核心竞争优势。内部研发所进行的知识积累对

厂商创新绩效提升功不可没
[16]
。在全球化大趋势下,企业创新仅靠内部知识积累是远远不够的。竞争优势的形成也需要企业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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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知识进行探索,汲取前沿技术和知识信息,扩充厂商现有的知识信息库,是厂商始终保持持续创新的能力。FDI 作为绿色技术创

新中知识获取的重要途径,与内部研发同时作用于企业时是否能产生协同效应?根据吸收能力理论[17],厂商通过内部研发直接产

生新知识,在这一过程中能够间接提高吸收能力,进而有效地获取、吸收利用外部新知识,帮助厂商对内外部知识整合利用,使得

内外部知识能够相互作用以推进创新。然而上述观点忽略了吸收能力的时间滞后性,单个企业知识库的建立要考虑人力、资金、

技术获取等多重因素,知识库的丰富并非短时间可以完成。短期内的吸收能力提升效果甚微。部分学者认为,外部研发投入会对

其内部研发活动产生挤出效应,降低企业创新效率,减弱企业自主创新的意愿[18],最终导致自主创新能力的丧失。 

综上提出假设 2。 

H2:考虑到吸收能力的不足,我国内部研发的提高尚未有效促进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 

2.3环境规制对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双重影响 

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一直以来都备受学术界关注。Porter[19]提出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一方面,恰当的

环境规制会激励企业创新研发,开发新市场从而带来额外的生态资源优势,更迎合消费者的“绿色消费”需求,进而提升企业的

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率先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企业会产生“先发优势”,通过申请专利保护,使得其在一定时期内能够抢占市

场份额,实现超额收益,进而获得新一轮的研发启动资金继续进行绿色技术创新。但这一观点遭到新古典经济学派的质疑,首先这

些学者认为过度严苛的环境规制将占用企业资金,挤出用于企业创新的资金流,阻碍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产生“遵循成本”

效应。其次,为迎合环境管制要求,企业往往会减少产能,将会降低现有设备利用率,造成规模浪费。且由于环境规制的产生,环境

资源被赋予“经济物品”的职能[20],企业对环境资源的利用需要支付成本,这将冲击企业利润,使其可持续的绿色技术创新资金

受波及。 

除了“遵循成本”和“创新补偿”效应,环境规制还通过 FDI 与内部研发等因素间接影响绿色技术创新,这一现象在知识和

技术密集的高技术产业尤其突出。一方面环境规制的提高虽然对 FDI 有“绿色筛选”作用,但会缩减 FDI 规模效应,减少先进的

技术信息流入,促使 FDI 流入邻地,会对其他国内外投资商起到“模仿”作用,造成大量投资外流,使得本地绿色技术创新缺乏资

金、人力和技术支持。 

关于内部研发,一方面,环境规制的提高加速了绿色税收及绿色财政补贴进入企业,使得企业享受绿色技术创新带来的财税

激励,促进企业内部研发以增加绿色创新成果产出。另一方面,环境规制的提高有助于改善地方资源禀赋配置,引入先进创新生产

链,进而有助于高端人才的流入,带来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绿色信息,提高企业自身吸收能力,与外资研发投资产生创新协同效应,

成为绿色技术创新的动力源。 

综上提出假设 3和假设 4。 

H3:内外部研发能够产生协调效应促进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H4a:环境规制的提高对 FDI产生成本挤占效应进而抑制高

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H4b:环境规制的提高对内部研发产生财税激励效应促进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H4c:高环境规制地

区的协同效应是推动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动力源。 

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理论框架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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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理论框架图 

3 模型设定 

3.1基本模型设定 

本文围绕上述理论分析进行模型设定,分别探讨国际研发和内部研发投入是否是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动力源,考虑到

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创新培养创新”的正向累积特征,加入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滞后一期来验证其积累惯性,

动态面板模型设定如下: 

 

式中:下标 i代表各省份,下标 t代表时间,gtp为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fdi作为国际研发代理变量,rd为内部研发,X为

控制变量向量,α0 为常数项,ε 为扰动项。通过对研究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影响因素的文献进行梳理,本文选取贸易开放程

度、产业结构升级、人力资本水平、国有化程度、投资水平作为控制变量。 

进一步探讨国际研发与内部研发投入是否能产生协调效应,加入两变量交乘项: 

 

上述模型设定基于全样本,由于环境规制对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遵循成本”和“创新补偿”的双重效应,因此本

文将样本分为高环境规制组(ER=0)和低环境规制组(ER=1),分别再次检验本文假设是否成立。进一步演绎环境规制影响内外部研

发投入及协同创新对于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作用的过程,模型如下: 

 



 

 5 

3.2数据来源 

考虑数据的可得性和实证检验过程不受异常值的影响,本文选取 2006—2017年除西藏、海南和港澳台地区外的 29个省份面

板数据并做取对数处理。其中 FDI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内部研发和高技术绿色技术创新相关测算数据来源于《中国高技术产业

统计年鉴》,未经特殊说明其他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3.3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测算 

3.3.1Super-SBM 

为克服传统非参数包络分析的线性分段和径向思想的局限性,避免造成投入变量“松弛”问题,本文选择利用 Tone[21]提出的

非角度、非径向的超效率 SBM 模型,模型假设生产厂商有 n 个决策单元、m 种投入,在每个决策单元中包括 3 个向量矩阵分别为,

投入矩阵 X=[x1,…,xn] R
m×n
、期望产出矩阵 和非期望产出矩阵 。 

包含非期望产出的 DEA-SBM模型设定如下: 

 

式中:μ表示权重向量;θ即目标效率值往往取值在[0,1]之间;分别用 w*、wq和 wf表示投入、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的松弛

量值;k代表 DMU中任意投影点,xk、 、 分别为在 k投影点处的投入、期望产出及非期望产出;当 w*、wq和 w取值等于 0时,θ

值为 1,此时说明决策单元是有效的,若θ<1,则决策单元无效,需要调整投出产出进行优化模型。 

高技术产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过程必然会存在环境污染等非期望产出,将环境污染非期望产出考虑在测算绿色效率中将

更准确地拟合效率值,故而本文在评价中国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中参照 Tone[21]的做法,选择考虑非期望产出的

DEA-Super-SBM模型,生成一个排除决策单元(xk,yk)的有限生产可能性集: 

 

因此,考虑了非期望产出的 DEA-Super-SBM分项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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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了非期望产出的 DEA-Super-SBM模型中决策单元充分考虑了投入产出变量的松弛性问题,且效率值可以大于 1。 

3.3.2投入、产出指标选取 

绿色技术创新的内涵在于同时追求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综合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数据可获得性及绿色

技术创新内涵,选取 R&D 经费投入和 R&D 人员全时当量作为高技术产业中的经济资源和人力资源投入代理变量[22],在绿色创新过

程中,能源与环境因素息息相关,绿色技术创新的核心即为降低环境污染,提高环境资源利用率,因此本文的环境投入代理变量参

考周力[23]的做法,选择折算成标准煤的能源消费总量作为能源投入。关于产出指标,选择国内专利申请受理量和高技术产业新产

品销售收入作为期望产出的代理变量,为衡量出高技术产量绿色创新所引发的环境影响,以空气中 SO2 排放量和废水排放总量作

为非期望产出变量。运用 MAX-DEA7.0软件选取 Super-SBM模型对绿色技术创新进行测度。本文将样本分为环境规制高和环境规

制低地区。图 2显示了高环境规制强度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值远大于环境规制强度低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环境规制能够

筛选出“清洁”资源流入企业促进绿色技术创新。鉴于根据环境规制不同样本结果的差异性,本文在实证分析中考虑将样本分为

全样本、高环境规制地区和低环境规制地区的情形。 

 

图 2我国异质环境规制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比较 

3.4变量选取及说明 

通过理论分析,本文将从环境治理成果角度来测度环境规制,由于环境规制并非仅含政府治理投入,环境治理成果也来源于

法律法规、行政政策、地区人民及企业的环境保护意识等,因而从环境治理成果角度能够更加确切地反映环境规制的效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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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ugravu & Kheder[24]的做法,本文采用 GDP与能源投入的比值来测度环境规制。通过梳理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影响因素相关

文献发现,贸易开放程度是综合反映一国对外贸易市场开放程度的指标,开放度的不同将直接影响外资引入对本土绿色技术创新

的效果。人力资本水平的不同影响着各地区人力资本的环保意识,对绿色技术创新有重要影响。产业结构及投资水平的差距将对

各地自身创新资源禀赋产生不同影响,将促使各地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差异化。国有化程度的不同意味着市场经济的宽松程度,

企业对政策实行的响应程度,进而影响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基于此,本文将选取贸易开放程度、人力资本、产业结构、投资水平

及国有化程度作为控制变量。对本文所有变量的相关说明及测算方法汇总见表 1。 

4 实证分析 

4.1动态面板回归分析 

表 1变量说明及测算方法 

变量名称 符号 变量说明 

高技术产业 

绿色技术创新 
gtp 

借鉴 Tone
[21]
提出的非径向、非角度的 DEA-Super-SBM模型测算, 

选取 R＆D经费投入、R＆D人员全时当量和折算成标准煤的能源消费总量作为投入变量; 

国内专利申请受理量和高技术产业新产品销售收入作为期望产出变量; 

空气中 SO2排放量和废水排放总量作为非期望产出变量 

内部研发 rd 本文选取高技术产业年度科技活动内部研发投入衡量 

国际研发 fdi 选取各地区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金额来表示 

贸易开放 open 选取进出口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表示 

人力资本 hum 本文选取人均受教育年限衡量人力资本,使用 6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测算 

环境规制 ER 借鉴 Zugravu＆Kheder
[24]
的做法,采用 GDP与能源投入的比值来度量环境规制强度。 

产业结构升级 indus 采用第三产业产值占 GDP比重来测度 

投资水平 inv 利用固定资产投资占 GDP比重来测度 

国有化程度 soe 使用国有单位城镇就业人数占城镇就业总人数的比重表示 

 

相比较差分 GMM 模型,系统 GMM 估计方法同时对水平方程和差分方程进行估计,利用了更多的样本信息,因此本文采用系统

GMM方法进行估计。表 2显示了高环境规制地区、低环境规制地区及其主要变量的描述性分析结果和各分位点主要变量的统计值。 

表 2异质环境规制下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环境规制弱 主要变量 mean sd min p25 p50 p75 max 

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广西、 

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rd 77 74 4.13 26 57 98 350 

fdi 24 33 0.15 2.25 10 31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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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p 0.23 0.3 0 0.08 0.13 0.22 1.39 

环境规制强 主要变量 mean sd min p25 p50 p75 max 

北京、辽宁、上海、江苏、浙江、安徽、 

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重庆 

rd 370 380 26 120 240 450 1900 

fdi 100 77 4.05 41 86 150 360 

gtp 0.56 0.41 0.04 0.22 0.41 1.02 1.52 

 

表 3动态面板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全样本 全样本 环境规制高 环境规制高 环境规制低 环境规制低 

lngtp lngtp lngtp lngtp lngtp lngtp 

L.lngtp 

0.4922
***
 0.4939

***
 0.2569 0.9185

***
 0.6082

***
 -0.1328 

(0.027) (0.036) (0.208) (0.180) (0.146) (0.260) 

lnfdi 

0.0461*** 0.2881*** -0.1184* -3.2437** 0.1264** 3.8334*** 

(0.014) (0.094) (0.069) (1.636) (0.056) (1.319) 

lnrd 

-0.0730* 0.1301 0.1283 -2.8194* -0.0510 2.9653*** 

(0.040) (0.086) (0.144) (1.537) (0.177) (1.042) 

lnrdxfdi  
-0.0179** 

 
0.2295** 

 
-0.2887*** 

 
(0.008) 

 
(0.112) 

 
(0.100) 

lnindus 

1.0185
***
 1.0956

***
 0.8186

*
 0.7676 3.1316

*
 3.3885

**
 

(0.162) (0.206) (0.485) (1.013) (1.731) (1.525) 

lninv 

0.2690*** 0.2675*** 2.2576** -0.1382 0.2902 1.2549* 

(0.076) (0.080) (0.985) (0.541) (0.548) (0.763) 

lnsoe 

-0.1516*** -0.1475*** 0.0862 -0.2236 0.1083 -0.0968 

(0.045) (0.036) (0.167) (0.305) (0.553) (0.119) 

lnhum 

1.3124*** 1.3818*** -1.2070 -5.8876 0.2341 8.7940** 

(0.484) (0.423) (2.223) (3.656) (2.117) (3.795) 

lnopen -0.0768 -0.0811 0.6330 -0.6985** 0.2807 1.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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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2) (0.071) (0.503) (0.325) (0.498) (0.762) 

＿cons 

-2.1791** -4.9626*** 4.7200 51.9348** 1.8231 -53.8684*** 

(1.013) (1.319) (3.674) (23.081) (4.245) (17.258) 

AR(2) 

0.7717 0.7949 -0.3587 -0.2736 0.7874 -0.4777 

[0.4403] [0.4267] [0.7198] [0.7844] [0.4311] [0.6329] 

Sargan检验 0.9382 0.9514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Observations 372 372 182 168 190 173 

Numberofid 29 29 14 14 15 15 

 

使用系统 GMM 模型利用 STATA.15软件回归结果见表 3,其中模型 1和 2 是在全样本下回归检验,模型 3 和 4 在高环境规制的

样本下进行分析,模型 5 和 6 处于低环境规制的样本组下分析。首先,全样本下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对自身滞后一期回归结

果呈正向显著,证实了在全国范围内,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自身“累积”效应,这一效应在环境规制较高的地区仍然成

立,但模型 6 在同时考虑内外部研发和协同作用的情形下,滞后一期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系数为负向但并不显著。回顾图 2 中环

境规制较低的地区,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较低可知,由于表示基数较低加上宽松的环境规制难以激励企业进行绿色创新

以产生累积效应。由模型 1,全样本下 FDI显著促进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这验证了假设 H1,国际研发资源的流入给本土企业

提供了学习、示范、模仿并进行二次创新的机会,最终推动了本国的技术创新效率。但模型 3 中,高环境规制地区由于环境成本

较高,大幅度增加了外资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成本,使得本地企业预期收益率缩减,打击了企业创新的动力,使绿色技术创新步伐

减缓,假设 H4a得到验证。全样本下内部研发资本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阻碍作用,验证了假设 H2。原因主要有:一是国内研发资本

投资结构的配置不合理,要素投入处于低端水平,无法有效转换为绿色技术创新资源。二是我国本土企业更关注投资周期短,见效

快的研发领域,对于短期附加值较低但有利于环境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项目关注较少,因此对中国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作用

不明显。但高环境规制带来的内部研发财税激励往往会促使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由于这一激励效应响应尚有不足导致模型 3

中我国自主研发创新虽然促进绿色技术创新但并不显著。然而观察模型 4,若国际研发与内部研发相结合,在环境规制的促进下,

协同效应能够显著推动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回归系数为 0.2295)。而模型 6中,由于低环境规制地区粗犷的生产环境仍属于

我国大多数企业的生产模式,导致协同效应无法发挥其作用,由于缺乏环境成本约束,这些地区的企业目光聚集在“高污染、速度

快”的项目上,从回归系数(-0.2887)可以看出,由于低环境规制地区的污染效应高于高环境规制地区的协同补偿效应,导致我国

协同效应无法显著推动绿色创新发展,这符合假设 H4d的结论。 

对于其他影响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因素,人力资本(hum)显著促进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新经济增长理论”在

提出了贸易对技术创新增长的基础上,更加强调了人力资本积累在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中的核心地位。任何内外部资源吸收、融

合都离不开人力资本的学习属性,知识技术能否有效被吸收以促进技术创新都离不开人力资本的影响。吉亚辉和祝凤文[25]产业结

构升级(indus)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可见产业结构的改善能够推动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地区投资水平(inv)的提高能够有

更多资金投入到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上,进而产生促进作用。贸易开放(open)会强化法制中国家污染型产品的生产国际分工

格局,促使污染型产业扩大生产,进而不利于绿色技术创新。 

4.2VAR实证分析 

向量自回归(VAR)是现代宏观计量经济学领域的一种广泛使用的模型,自 Sims[26]提出非限制性向量自回归模型以来,VAR模型

已被众多学者接受,并且有了重大发展,该模型可以得到基于不同时期下的脉冲响应函数,能够更直观地捕捉在每一时期变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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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影响及变化,因此本文使用 VAR模型来做进一步检验。 

VAR模型的基本表达式为: 

 

式中:Yt 是 k 维内生变量的列向量;Xt 是 q 维外生变量的列向量;T 为样本容量;P 为模型滞后阶数;A1,A2,…,Ap,B 为系数矩

阵,εt为 k维误差向量。 

则 VAR模型展开得到下式: 

 

即不含外生变量 Xt的非限制性 VAR模型表达式为: 

 

4.2.1向量自回归分析 

VAR(向量自回归)模型中滞后阶数(LAG)的选取十分重要,在建立 VAR模型之前本文利用 AIC检验、BIC检验及 HQIC检验来选

取最优滞后阶数(表 4)为 4 阶。VAR 模型的建立需要在整个模型平稳的条件下,因此对于一个 VAR 模型,若满足条件

|lnλp-A1λ
p-1-A2λ

p-2-…-Ap|=0 时所有的根都小于 1,即均落在单位圆之内,则可证明 VAR 模型的建立是平稳有效的。本文的 VAR

模型稳定性检验结果如表 5、图 3 所示(图中各点为根模倒数值),可见模型的特征根绝对值均小于 1,且均落在单位圆内,表明该

VAR模型进行的各项估计和检验均是具有经济意义的,是科学可行的。 

表 4 VAR模型滞后期选择标准 

lag AIC BIC HQIC 

1 0.614405 1.95325* 1.15777 

2 0.486459 2.22186 1.19137 

3 -0.132181 2.05304 0.755827 

4 -0.497539* 2.20368 0.599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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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本文 VAR模型特征根稳定性检验结果 

单位根 根模倒数 

-0.6059347 0.605935 

-0.5254828 0.525483 

-0.2446962+0.3854972i 0.456601 

-0.2446962-0.3854972i 0.456601 

0.03865178+0.6418465i 0.643009 

0.03865178-0.6418465i 0.643009 

0.2532219+0.4896634i 0.551264 

0.2532219-0.4896634i 0.551264 

0.9654737 0.965474 

0.7562446+0.1064251i 0.763696 

0.7562446-0.1064251i 0.763696 

0.4294792 0.429479 

 

4.2.2脉冲响应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能够直观地检验变量间的冲击过程,能够更清晰地考察内外研发及协同效应对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冲击

过程,并且能够反映长期动态冲击过程,因此本文采用蒙特卡洛模拟 1000次计算出各个脉冲响应函数在 95%的置信区间下 14期的

冲击过程如图 4、图 5、图 6、图 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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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本文 VAR模型的特征根 

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对自身的冲击作用在全样本和高环境规制地区始终是正向的,但呈逐年递减趋势,而在低环境规制

下冲击效应到 3～8期时为负向,9期以后逐渐趋于 0,再次验证了表 3模型 6的结果。对比表 3的回归结果,脉冲响应分析图能够

更清晰地表示变量之间不同时期的变化,对于全样本下 fdi对 gtp的冲击效果始终为正,巩固了假设 H1的结论。但内部研发与内

外部协同效应均非表 3的单一系数,内部研发虽然在短期(0～5期)对于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都是负向冲击效果,但从 11期之

后将会逐渐呈促进趋势并趋于平稳。而 rd×fdi对 gtp的冲击更为复杂,在第 3期达到负向冲击的最低点后回升直到 5期之后出

现协同效应促进 gtp上升。可见,对变量之间长期冲击的效果演绎分析才能够更真实地反应变量的影响路径。对样本按环境规制

强度进行拆分,分别探索不同环境规制强度下的冲击效果,如图 6、图 7所示,高环境规制地区 fdi呈现负向冲击,内部研发和协调

效应都整体上促进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再次验证了假设 H4,环境规制低的样本组中 fdi整体正向平稳冲击,rd负向冲击,与

表 3结果一致,但协同作用却为正向冲击,可能由于分样本下样本容量较低而造成偏误,但并不影响本文总体结论。 

4.2.3方差分解分析 

相比于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方差分解演绎了变量对其他变量的解释程度,从贡献程度的角度描述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
[27]
。从

表 6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方差分解结果可知,gtp对自身的贡献程度随着期数增加而下降,这符合脉冲响应分析的结论。除

对自身的影响,内部研发的冲击扰动作用在第 2 期后始终位于第一位,且呈先增后减的趋势,到第 6 期达到最大冲击结果,到后期

逐渐下降趋于平稳,外商资金投资对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呈现逐年逐渐递增的趋势,与脉冲响应分析结果一致,而内外部研

发协同作用处于先增后平稳的趋势,在第 7 期达到最高点(7.8%)后平稳,由于未考虑环境影响因素与脉冲响应结果有所偏差但不

影响结果分析。 

5 结论 

 

图 4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对自身 VAR脉冲效应图 

 

图 5全样本内外研发及协同效应对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脉冲效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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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高环境规制样本内外研发及协同效应对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脉冲效应图 

 

图 7低环境规制样本内外研发及协同效应对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脉冲效应图 

本文将研究视角聚集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演绎了国际研发与内部研发及两者交互的协同作用对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

创新的影响,并构建 VAR 模型检验各要素对绿色技术创新复杂的长期冲击效果。由于我国不同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不同,其造成

的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差异性较大,本文将样本分为高低环境规制强度分别探讨。结果表明:(1)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

具有自身“累积”效应;(2)国际研发对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促进作用,但较高的环境规制强度对国际研发投入产生

“成本挤出”效应削弱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3)目前,我国追逐“短期利益”内部研发尚未促进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

新,但环境规制带来的“财税激励”能够推动绿色创新;(4)仅在高环境规制地区内外部研发能够产生协同促进效果。由此可见,

在环境规制高的地区,应加大国际研发与内部研发“齐头并进”,协同促进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发展,并利用好绿色创新的

累积效应使其可持续发展。而在环境规制较低的地区,更需要通过加大环境管制促进财税效应,通过激励自主研发增加地区吸收

能力,再引入外资协同促进本地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飞跃增长,早日跨越可产生累积效应的门槛,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型经济

建设。 

表 6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方差分解结果 

时期 lnfdi lnrd lnrd×fdi lngtp 

1 0.001 0 0.001 0.998 

2 0.002 0.041 0.024 0.933 

3 0.01 0.081 0.049 0.861 

4 0.025 0.102 0.065 0.808 

5 0.043 0.11 0.074 0.773 

6 0.06 0.112 0.077 0.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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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0.073 0.111 0.078 0.738 

8 0.083 0.109 0.078 0.729 

9 0.089 0.109 0.078 0.724 

10 0.093 0.108 0.078 0.721 

11 0.095 0.108 0.078 0.719 

12 0.096 0.108 0.078 0.718 

13 0.097 0.108 0.078 0.717 

14 0.097 0.108 0.078 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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